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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互动指个体偏好、期望和约束受到其他人特征和选择的影响，从而使得行为人之间
相互影响、彼此依赖。本文聚焦于个体经济行为和经济福利的社会互动效应，从理论、实证和研究
方法三个方面开展综述。在理论上，个体间的相互影响已经被纳入经济分析框架，学者们借助博弈
论模型探讨社会互动微观机理，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揭示了社会互动对公共政策的重要含
义。在实证研究方面，消费行为、教育、劳动力流动、农业生产等诸多领域的社会互动效应得到了学
者们的验证。在研究方法上，近十年来，空间计量模型和社会网络的结合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
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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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行为决策会受到群体及其他个体行为的直接影响。古语“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就形象生动地阐述了这个道理。通常，这种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被称为社会互动（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早期的经济学研究非常重视个体间的互动。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
讨论是最早涉及社会互动的经济学文献之一。炫耀性消费是表征财富和权力的消费行为，其深层含
义是人们在消费行为上的相互影响。① 但是，随着需求理论严密性的增强，这种个体之间的互动在
逐渐淡化（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都假定行为人之间
并不会直接相互影响，个体独立地对市场信息做出反应。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互动对经济行为的重要性，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纳
入经济分析框架，逐渐形成社会经济学（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这一前沿领域②。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
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理性行为人在特定的群组或社会网络中彼此连接、相互影响，行为决策不仅取决
于个体特征，还受到其他人行为和特征的直接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和克拉克奖得主墨
菲合著的《社会经济学：社会环境中的市场行为》（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０）是社会互动的经济学研
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该书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互动对个体选择的重要性，并广泛涉及婚姻市场、社区
分割融合、潮流、时尚和社会规范等议题。
伴随着经济理论的拓展，社会互动的实证研究也大量出现。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查尔斯·曼斯

基（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ｎｓｋｉ）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曼斯基（Ｍａｎｓｋｉ，１９９３）首先对社会互动效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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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航、陈前恒，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３，电子邮箱：ｆａｎｇｈａｎｇｎｊ＠１６３．ｃｏｍ，ｃｈｅｎｑｉａｎｈｅｎｇ
＠２６３．ｎｅｔ。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关系网络与社会互动：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７１７７３１２０）；本
文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指出，边沁（Ｂｅｎｔｈａｍ）对人的１５种基本快乐和痛苦的讨论，以及西尼尔（Ｓｅｎｉｏｒ）和马歇
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对超群欲望的讨论都包含了个体间的互动；此外，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５０）对消费外部性的讨论也是建立在消
费者相互影响的基础之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博弈论在微观领域的应用、劳动经济学中家庭内部的互动，以及宏观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
的发展是促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社会互动的三个重要因素（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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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格的区分与定义，构建了一般化的线性均值模型（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ｍｅａｎ　ｍｏｄｅｌ），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随后，曼斯基在所发表的《社会互动的经济分析》（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００）一文中对以往有
关社会互动的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指出社会互动的实证研究存在两个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是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在两者相对孤立的情形下很难清晰地解释经验研究的真正含
义；二是识别不同的互动效应所固有的困难，例如映射问题等。近十年来，相关研究取得了可观的
进展。一方面，博弈论为社会互动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经济学家基于个体间的
非合作博弈刻画了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它也为实证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经
济学家Ｓｔｅｖｅｎ　Ｄｕｒｌａｕｆ及其团队的系列研究将实证模型和微观理论基础做了很好的连接（如Ｂｒｏｃｋ
＆Ｄｕｒｌａｕｆ，２００１；Ｂｌｕｍ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另一方面，在李龙飞（Ｌｕｎｇ－ｆｅｉ　Ｌｅｅ，２００７）、Ｙａｎｎ　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
（２００９）等学者的推动下，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的结合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互动效应的识别问
题，它不仅避免了线性均值模型的局限性，还使得社会互动的讨论从传统的群体走向更加贴近于
现实生活的社会网络。
行为决策的社会互动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学术价值。由于行为的溢出效应，外生冲击带

来的影响不再局限于特定个体，而是在行为人之间“回荡”，产生社会乘数效应（ｓｏｃ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有
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０）。在忽略社会乘数情况下，政策效果可能被
低估。此外，个体行为的依赖性可能带来多重均衡的情形，使得经济系统存在收敛于无效率的低水
平均衡的风险。因此，研究社会互动效应对于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取向存在“他人取向”的特征，在心理与行为上易受他人影响
（杨国枢，１９９２）。将行为决策的依赖性和非独立性纳入行为分析框架中，能更好地解读中国人的经
济行为和群体行为。
鉴于社会互动研究的重要性，系统梳理社会互动效应研究进展就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文聚

焦于个体经济行为和经济福利的社会互动效应，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首先，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
个方面对现有研究展开评述：一方面，阐释社会互动的微观理论基础，探索社会互动产生的机理，揭
示社会互动对公共政策的重要含义；另一方面，对诸多领域内的社会互动效应实证研究进行梳理。
其次，本文对社会互动的实证研究法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近十年来，空间计量模型在社会互
动效应研究中的应用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本文将对其进行重点论述。最后，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提
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并论述社会互动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研究和公共政策的启示。

二、社会互动的理论基础

个体经济行为或经济福利的社会互动效应会改变原有的均衡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节
在介绍社会互动概念和分类的基础上，对社会互动效应的微观机理进行评述，并讨论理论背后蕴含
的政策含义。

（一）概念及分类
社会互动是指个体偏好、期望和约束受到其他人的特征和选择的直接影响，从而形成行为人之

间的相互影响、彼此依赖（Ｄｕｒｌａｕｆ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１０）。在社会互动视角下，行为人的行为决策不再
是独立的，它不仅取决于自身个体特征和所处环境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参照组中其他个体行
为和特征的直接影响①。例如，学生学习成绩受班级平均成绩或同伴的影响；朋友的意见或经验会
很大程度上左右消费者购买决策；农户是否外出务工、是否采纳新技术与邻居的决策息息相关。理
论上，个体行为的溢出效应通过三个渠道实现：偏好互动（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期望互动（ｅｘｐｅｃ－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和约束互动（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００）。（１）偏好互动是指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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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实证研究中，参照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研究者外生给定行为人的参照组边界，比如假定村民的参
照组为村庄，学生的参照组为班级等；第二，真实的社会网络（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例如关系网络、亲属网络、社交
网络等。



人的选择直接影响个体对选择集合中选项的偏好排序。例如，消费行为的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就是
典型的其他行为人的选择影响个体的偏好。其中，从众效应即消费者追求潮流，当他人购买越多时，
自己的购买欲望就越强烈；势利效应即消费者追求独占性，当他人购买越多时，自己的购买欲望反而
就越弱（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５０）。（２）期望互动是指通过其他行为人的选择调整个体预期进而影响个体
行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为提高决策质量，行为人常会向朋友“取经”，或者观察其他人行为。其
他人行为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行为人可以基于朋友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先验信息，进而
做出最优决策。期望互动的典型案例之一是新产品或技术的传播、扩散。生产者在不了解新技术情
况下会参考其他人的使用经验，然后决定是否采用这项技术。消费者在不了解商品质量时会依据其
他人的消费体验决定是否购买。（３）约束互动是指选择集合的相互依赖而导致的互动效应。选择集
合相互排斥时会产生负向互动效应。比如，生产者都需要一种储量有限的资源时，“别人”抢购越多，
“自己”能买的就越少，从而“别人”产量越大，“自己”的产量就越小。选择集合互补时，会产生正向互
动效应。例如，某个学者构建了新理论或发展了一个新研究领域，会给后继学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在实证研究中，社会互动效应又可区分为两类：一是行为本身的相互影响，即个体行为会受到参

照组中其他个体行为的直接影响；二是他人的个体特征对个体行为的直接影响，即个体行为受参照
组的某些经济社会特征的影响。根据曼斯基（Ｍａｎｓｋｉ，１９９３）的定义，前者被称之为内生互动效应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后者被称为情境效应，又称外生互动效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以农
户生产行为为例，内生互动效应是指一个农户的作物选择和资源分配会参考邻居的经验；情境效应
是指生产行为受邻居的个体特征影响，如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然而，农户和邻居生产行为表现出
的一致性可能不是内生互动效应或情景效应带来的，而是农户间相似的个体特征和共同面临的环境
所导致的。这种效应被称为关联效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公共政策效果在不同社会互动效应的影响下会有巨大差异，区分内生互动效应、情境效应和关

联效应非常重要。如果某个行为存在内生互动效应，则外生冲击不仅对个体产生直接影响，还会对
其他人产生间接影响。由于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外生冲击给一个群体带来的加总影响会大大超过
个体互不影响、独立决策时的个体效应之和，产生所谓的社会乘数。这意味着，一个小幅度的政策干
预可以通过互动效应放大政策效果，提高政策的有效性（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０）。同样，一个负面
影响也会因为行为人之间的互动而被放大。仍然以农户生产行为为例，如果农户生产效率存在内生
互动效应，政府相关部门为部分农户提供的技术培训将直接提高这些农户的生产效率，然后通过农
户间的互动间接地提高了那些没有接受技术培训农户的生产效率。由于社会乘数效应，技术培训政
策效果将被放大。如果农户生产效率只存在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并非行为本
身的相互影响，就不会发生这种乘数效应，政策效果将是有限的。

（二）博弈与均衡
经济学家使用个体之间的博弈来描绘行为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依赖。行为人之间的非合作博

弈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个体行为的非独立性及其对经济行为或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它也是开展
社会互动效应实证研究的理论根基之一。由于行为人在做选择时会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影响，因此个
体的效用函数大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外生特征所决定的私人效用（ｐｒｉｖａｔ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二是与其
他个体选择直接相关的社会效用（ｓｏｃｉ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Ｂｌｕｍ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将社会互动的博弈模型概括为
社会规范和策略互补两种形式①，本节进一步给予评述，并讨论其中蕴含的政策含义。

１．社会规范。同伴的行为选择有可能被视为某种社会规范，个体遵循这一规范而形成了社会互
动效应。假设来自群体ｒ的个体ｉ可以用一组特征（ｘｉ，ｃｉ）表述，其中ｘｉ是可以观测到的特征，ｃｉ是
不可观测到的私人特征。使用个体付出的努力ｙｉ来反映某种行为或某个结果变量。个体效用取决
于自身付出努力ｙｉ、个体特征（ｘｉ，ｃｉ）以及群体中其他个体付出努力ｙｊ 和特征ｘｊ。个体ｉ在可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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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Ｂｒｏｃｋ　＆Ｄｕｒｌａｕｆ（２００１）、Ｚａｎｅｌｌａ（２００４）、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等文献也包含这两种类型的互动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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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ｍｉｎ，ｙｍａｘ］内选择努力ｙｉ来最大化自身效用水平，效用函数为：

Ｕｉ（ｙｉ，ｙｊ）＝ γｘｉ＋ｃｉ＋δ∑
ｊ
ｗｉｊｘ（ ）ｊ ｙｉ－１２ｙ

２
ｉ －２ ｙｉ－∑ｊ ｗｉｊｙ（ ）ｊ

２ （１）

上式等号右边前两项是个体私人效用，取决于自身付出努力、个体特征和群体特征。∑
ｊ
ｗｉｊｘｊ 是

个体可观测特征的加权平均数，代表参照组中其他个体的特征对效用水平的影响，ｙｉ 的平方项反映
了边际效用递减特征。上式右边的第三项为社会效应函数，它表示了个体行为与参照组加权平均水
平的背离。是对背离平均水平的惩罚，平方项反映了边际递减的特征。在＞０的情况下，个体存
在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偏好，社会压力驱使个体避免自身的经济行为与群体平均水平的差距。社会规
范模型在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例如对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和攀比效应的解释（Ｒｏｙ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２０１９），对公民生育行为的解释（Ｍａｎｓｋｉ　＆ Ｍａｙｓｈａｒ，２００３），对少年犯罪从众行为的解释（Ｐａｔａｃｃｈｉｎｉ
＆Ｚｅｎｏｕ，２０１２）等。在此基础上，易得均衡条件下个体的最优反应函数：

ｙｉ＝λ０∑
ｊ
ｗｉｊｙｊ＋β１０ｘｉ＋β２０∑

ｊ
ｗｉｊｘｊ＋ｚｉ （２）

其中，λ０＝／（１＋），β１０＝γ／（１＋），β２０＝δ／（１＋），ｚｉ＝［１／（１＋）］·ｃｉ。公式（２）所示的经济
行为或经济结果的决定函数很好地体现了行为的非独立性。可以看出，个体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个
体特征（ｘｉ，ｚｉ），还受到同伴的行为和特征（ｙｊ，ｘｊ）的直接影响。根据曼斯基（Ｍａｎｓｋｉ，１９９３）的定义，
系数λ０ 反映了内生互动效应，系数β２０体现了情境效应。同时，公式（２）也完成了从理论模型向计量
模型的转变。

２．策略互补。它指同伴的行为选择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边际收益，从而导致社会互动效应。例
如，学生在课程学习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可能会通过答疑、互助等方式提高同伴的学习效率，进而
表现出学习成绩的同伴效应。农户对某种新技术的经验积累会帮助邻居提高使用效率，进而在技术
采纳、生产效率等方面呈现出社会互动效应。策略互补情况下，效用函数可设置为：

Ｕｉ（ｙｉ，ｙｊ）＝ γｘｉ＋ｃｉ＋δ∑
ｊ
ｗｉｊｘ（ ）ｊ ｙｉ－１２ｙ

２
ｉ ＋∑

ｊ
ｗｉｊｙｉｙｊ （３）

互动效应来源于公式（３）右边第三项，它表示参照组中其他个体的行为直接影响个体的边际效
用。如果＞０，则意味着群体的平均水平提高了自身的边际收益。在策略互补模型均衡条件下，可
以得到与上述社会规范模型类似的最优反应函数，个体经济行为同时取决于个体特征（ｘｉ，ｚｉ）和同伴
的行为及特征（ｙｊ，ｘｊ）。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学习成绩的同伴效应（Ｃａｌｖó－Ａｒｍｅｎｇｏ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和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中（如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Ｋｒａｎｔｏｎ，２００７；Ｂａｌｌｅ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当然，个体之间的博
弈不单单表现为上述两种形式。学者可以根据研究话题，从不同角度刻画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例
如，策略互动除了提高边际收益之外，也有可能通过信息分享影响成本函数的方式表现出互动效应。
此外，均衡的唯一性可能因为分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Ｂｌｕｍ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证明上两种非合作博

弈在＞０和ｗｉｊ非负的条件下存在唯一均衡。但是，当互动行为表现为离散型选择变量时，均衡的
唯一性可能不再满足。Ｂｒｏｃｋ　＆Ｄｕｒｌａｕｆ（２００１）基于离散选择模型，考察了离散选择行为的社会互
动效应。研究发现，当社会互动效应较大时，理论上存在较为复杂的多重均衡。对于一些特定的行
为，如果私人效用对于行为决策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而社会效用的贡献较大时，个体为了避免行为
的偏离带来的效用损失或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同伴的行为选择上，从而导致多
重均衡的出现。例如，青少年吸烟行为存在同伴效应，吸烟给自身带来的生理满足感是私人效用，得到
朋友的认可和同学的称赞是社会效用。在吸烟对生理满足感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学生们更倾向于学习
模仿其他人。因此，吸烟行为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在离散选择互动模型中，如果使用ｙｉ＝｛－１，１｝来表
示离散选择行为，那么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的期望值可以用一个双曲正切函数（ｔａｎｈ）表示。在图１
中，实线是４５度直线，它表示个体的选择与群体行为相等的均衡状态。由于双曲正切函数是一个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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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曲线，个体行为的概率函数与４５度直线可能存在多个交点，也意味着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图
中短虚线与４５度直线有三个交点，左下方的交点代表了一个低水平的无效率均衡，右上方的交点代
表了一个较高水平的均衡。并且，这两个均衡点都具有稳定性，任何在均衡点一定范围内的偏离都
会逐步收敛到均衡点。多重均衡的存在可能使得经济系统收敛于低水平均衡（Ｚａｎｅｌｌａ，２００４）。为了
摆脱无效率的发展路径，政策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

图１　均衡示意图

注：根据Ｂｒｏｃｋ　＆Ｄｕｒｌａｕｆ（２００１）离散互动模型的均衡条件绘制。

（三）社会乘数
社会乘数被定义为外生冲击带来的加总效应与个体效应之比（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从上述理论模

型的效用函数中可以看出，外生冲击会通过私人效用对个体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社会效用产
生间接影响。因此，外生冲击给群组带来的总体效应将超过个体对冲击的反应。Ｒｏｙ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２０１９）
给出了一个社会乘数的简单证明。在前文公式（２）所示的个体最优反应函数基础上，假定群组ｒ中有ｎ
个个体，个体ｉ受到群组中其他人等权重的影响。假设某项外生冲击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为ξｉ，使用集合－ｉ
表示除ｉ以外的其他个体，令θｉ＝β１０ｘｉ＋∑

ｊｒ－ｉ
ｘｊ／（ｎ－１）＋ｚｉ＋ξｉ，可得到群组ｒ加总的福利水平均值为ｙ＝

［１／（１－λ０）］θ。此时，均衡状态下个体的经济行为（结果）的决定函数为：

ｙｉ＝ １＋ λ２０
（ｎ－１＋λ０）（１－λ０［ ］）θｉ＋ λ０

（ｎ－１＋λ０）（１－λ０）∑ｊｒ－ｉθｊ
（４）

上式等号右边第一项的系数为外生冲击给个体ｉ带来的边际影响。而外生冲击给群组ｒ加总的
福利水平带来的边际影响为［１／（１－λ０）］，干预政策带来的总效应和个体效应的乘数关系为：

ＳＭ ＝ ｙ
／ξ

ｙｉ／ξｉ
＝ １／（１－λ０）
１＋［λ２０／（ｎ－１＋λ０）（１－λ０）］≈

１
１－λ０

（５）

这一乘数即为社会乘数，它表示外生冲击带来的加总效应与个体效应之比。当群组规模足够
大，且经济行为（福利）存在正向内生互动效应（０＜λ０＜１）时，外生冲击带来的总效应约为个体效应
的［１／（１－λ０）］倍。这表明，内生互动效应放大了外生冲击带来的影响。个体层面的一个小变化可
以产生一个大的总体反应。对于政策干预而言，内生互动效应会扩大政策效果，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０）。在实证研究中，Ｒｏｙ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２０１９）研究发现，印度农村社区中其他
成员平均消费支出每增加一单位，会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０．７个单位。换言之，社会乘数
约等于３，即对引起平均消费支出发生变化的外生冲击的均衡反应大约是初始平均反应的３倍。

Ｆｏｒｔｉｎ　＆Ｙａｚｂｅｃｋ（２０１５）研究显示，同伴快餐消费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美国中学生快餐消费
增加０．１２９个单位。也就是说，青少年快餐消费的社会乘数为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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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互动对经济行为和福利的影响

学者们已在消费行为、劳动力流动、农业生产、教育、政治参与、犯罪、健康等领域对社会互动进
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节我们将对社会互动效应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进行综述。

（一）消费行为的互动效应
现有研究主要从炫耀性消费和社会学习（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两个角度解释消费行为的社会互动

效应。

１．炫耀性消费是表征财富和权力的消费行为。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将炫耀性消费引
入了经济学研究，认为两种动机导致了炫耀性消费的出现。一种是歧视对比，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可以通过炫耀性消费区别于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另一种是金钱竞赛，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通过炫
耀性消费来模仿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从炫耀性消费角度看，消费行为中的互动效应是显而易见
的。为了避免相对剥夺对效用的负面影响，个体必须保持他在参照组中相对地位的平衡，而炫耀性
消费作为身份地位的信号，势必会受到参照组里其他个体的影响。当参照组里其他成员消费增加而
自己的消费保持不变时，相对地位的下降会使得个体效用水平下降。因此，个体也会相应地增加消
费以满足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在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５０）关于消费的外部性研究中，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
也体现了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Ｆｒａｎｋ（１９８５）基于博弈论研究了消费者的互动，结果表明非合作决
策不能达到整体最优福利水平，合作决策则能够避免囚徒困境，提高整体福利水平。类似地，Ｈｏｐ－
ｋｉｎｓ　＆Ｋｏｒｎｉｅｎｋｏ（２００４）认为，如果个体关注自身社会地位，他的效用将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其消
费行为会变为策略性行为。Ｒｏｔｈ（２０１５）将家庭消费分为可见性消费和不可见性消费，前者具有相对
效应和绝对效应，后者仅有绝对效应，均衡状态下家庭可见性支出份额取决于参照组中其他家庭的
可见性支出份额。这一理论还被推广到工作时间的互动效应研究中。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Ｌｅｉｇｈ（２００８）研究
发现，同伴的工作时长增长后，个体为了维持原有的社会地位，也将增加劳动时长。

２．社会学习是解释消费中存在互动效应的又一重要理论。尤其当商品质量或属性存在不确定
性时，消费的互动效应越突显。在商品质量不确定情况下，消费者会参考其他消费者的信息，以尽可
能地提高自己的决策质量。这些信息可能来自购买过该产品的朋友的经验分享，也可能来自对他人
消费行为的观察。当个体行为倾向于跟随前人的决策，会表现出羊群效应（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１９９２）。Ｍｏｒｅｔ－
ｔｉ（２０１１）在同时考虑先验信息和私有信息的情况下发现，消费者的社会互动会给高于消费者预期的
产品带来社会乘数效应。也就是说，社会学习会使“成功”的商品变得更加“成功”。他使用消费者利
用票房信息来推测电影质量的例子证实了这一观点。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消费行为的互动效应都普遍存
在。Ａｎｇｅｌｕｃｃｉ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２００９）通过分析一项针对墨西哥贫困人群的援助项目发现，援助不仅直
接提高了受助家庭的消费水平，还间接提高了没有接受援助家庭的消费水平。Ｒｏｔｈ（２０１５）基于印度
尼西亚现金转移项目的自然实验进一步区分了可见性消费和不可见性消费，结果显示，参照组的可
见性消费的比重随着干预组的比重的增长而增长，不可见性消费的比重则随着干预组的下降而下
降。来自发达国家的证据同样表明，消费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Ｋｕｈ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基于荷兰邮政彩
票的自然实验验证了收入的外生冲击会带来消费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彩票的奖金不仅使中奖者
耐用品的消费大幅增长，还会使中奖者的邻居的汽车消费显著增长。Ｇｒｉｎｂｌａ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使用芬兰
居民的数据同样发现，汽车购买行为中存在同伴效应。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展示了丹麦总体消费中
存在不可忽视的同伴效应。

绿色消费的互动效应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Ｓｃｈｕｌ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的实验发现，向居民提
供社区平均能源消费量的描述性规范信息会影响家庭的能源消耗，而干预效果取决于初始的能源消
费水平。Ａｙｒ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的实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能源公司向客户提供其他居民季度或月度的
用电和用气的信息能有效降低客户的能源消费，且这一效应能持续数月。Ｗｅｌｓｃｈ　＆Ｋüｈｌｉｎｇ（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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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德国居民数据研究发现，人们在安装家用太阳能、参与绿色电力项目和购买有机农产品这三项
环境保护型消费方面存在互动效应。Ｌｕｃ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绿色海鲜产品的支付意
愿存在同伴效应。

（二）校园中的同伴效应
学校教育中正向同伴效应为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提供了可能。如果成绩较差的学生能受

益于成绩较好的同伴，同时不会对成绩较好的学生产生影响，那么根据能力差异将学生进行混合搭
配，就会产生额外的社会收益。诸多研究对学习成绩的同伴效应进行了论证。从研究内容来看，大
多数研究探讨年级或班级的平均学业成绩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以检验是否存在同伴效应（Ｈａ－
ｎｕｓｈ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Ｃａｒｍａｎ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２）。随着学生之间的“朋友网络”数据的公开，学者们检验
了来自“朋友圈”的同伴效应。Ｌｉｎ（２０１０）和 Ｈｓｉｅｈ　＆Ｌｅｅ（２０１６）基于真实的社交网络数据，使用空
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学生的ＧＰＡ存在显著的正向外部性。除此之外，还有文献使用随机干预实验
和自然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互动效应。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２００１）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３）利用大学新生随机分配
宿舍的自然实验进行研究发现，室友成绩对个体成绩具有显著影响。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在对中国小学生
进行的一项随机试验中，将成绩较好和成绩较差的学生配对，并为他们提供集体学习奖励，试验结果
表明，可以在不损害好学生成绩的情况下提高差学生的测试得分。

但是，肥胖、酗酒、吸烟、毒品等同伴效应极有可能导致肥胖、不良行为、犯罪等问题在青少年中
的扩散，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这种同伴效应可能源于青少年之间的学习模仿。当观察到受欢
迎的学生喝酒抽烟时，青少年会有动机去遵循这些行为，以在同龄人中追求类似的地位（Ｂｒｅｃｈｗａｌｄ
＆Ｐｒ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１）。一些研究发现，青少年在饮食习惯上也会受到同伴的影响。Ｓａｌｖ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研究发现，相较于体重正常的女生，超重女生们一起进餐时会摄入更多的卡路里。Ｙａｋｕｓｈｅ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研究表明，女生在饮食习惯、健身和减肥药的使用上，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效应。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２０１２）基于美国青少年数据研究发现，班级中有饮酒经历的学生比例每增加１０％，个体喝酒的可能
性就会增加５个百分点。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１０）使用瑞典青少年的数据分析了同伴效应在青少年饮酒中
的作用，结果表明就读于饮酒、酗酒比例高的学校，个体的饮酒和酗酒的概率会大大提高。类似的证
据还包括Ｋｒｅｍｅｒ　＆Ｌｅｖｙ（２００８）等。此外，亦有研究证实了青少年在香烟和毒品消费中存在同伴效
应（Ｇａｖｉｒｉａ　＆Ｒａｐｈａｅｌ，２００１；Ｐｏ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三）农业农村中的互动效应
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劳动者通常会观察其他人的流动行为来优化自己的决策，从而

使得劳动力流动中存在互动效应。Ｂ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针对墨西哥移民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影响劳动力流
动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后，移民决策过程中存在羊群效应。Ａｒａｕｊ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研究发现，墨西
哥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中存在互动效应，邻居的职业选择对个体的非农就业产生显著影响。针对中国
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同样发现，农户迁移概率与村庄人口迁移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在针对农村居民的研究中，除了劳动力流动之外，其他领域的社会互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
讨论。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认为小农不仅可以通过“干中学”提高产量，还可以通过彼此间的学
习模仿、信息分享来提高效率和收益。Ｆｏｓｔｅｒ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１９９５）研究发现，邻居对于新技术的使
用经验能显著提高农户自身收益。Ｓｏｎｇｓｅｒｍｓａｗ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户收入的６０％可
由同伴效应解释。相关研究还发现，农户在技术采纳（Ｍａｅｒｔｅｎｓ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３）、产出和投入（Ｇｕｏ
＆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２０１９）等方面都存在互动效应。也就是说，农户在生产中确实是彼此影响、相互学习
的。此外还研究发现，在农村居民的信贷准入（Ｗｙｄｉ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和应对风险（Ｄｉ　Ｆａｌｃｏ　＆Ｂｕｌｔｅ，

２０１３）等方面，社会网络中也存在互动效应。
（四）政治参与的互动效应
从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的视角，国外学者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核心观点

是，关系网络、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社会背景对解释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态度至关重要（Ｗｅａｔｈｅｒ－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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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ｄ，１９８２）。在较早的一篇文献中，Ｆｏｌａｄａｒｅ（１９６８）考察了邻居中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比例对居
民选举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邻居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党的实际表现。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信息分享和社会规范这两个角度来解释选举投票的互动效应。与选

举有关的信息在行为人之间的分享是产生互动效应的重要原因。在日常交往中，对于选举的认知、
候选人的看法等信息会在行为人之间传递和扩散，进而激发人们的讨论。对于没有明确偏好的个体
而言，朋友的看法会使其形成相同的认知，进而影响个体的政治参与和选择。学界研究发现，社会网
络中的政治讨论对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ＭｃＣｌｕｒｇ，２００６）。来自“朋友”的影响
也可以不依赖于社会交往，而是通过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引导个体参与选举投票，这就是所谓的社会
规范。一个社会网络中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选举投票，或者对某个候选人青睐有加，就会形成一种
社会规范，激励网络中的其他个体参与投票（Ｎｉｃｋ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８）。即使人们不经常谈论选举，仍然可
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树立良好公民的榜样，影响他人的政治参与行为。

（五）其他领域的互动效应
健康领域的研究发现肥胖会在个体之间传染。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７）研究发现，如果一个

人变得肥胖，他朋友变得肥胖的可能性会增加５７％；如果一个人的兄弟姐妹变得肥胖，另一个兄弟姐
妹变得肥胖的可能性会增加４０％；如果配偶变得肥胖，配偶另一半变得肥胖的可能性会增加３７％。

Ｍａｘｉｍｏ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和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Ｋｗａｋ（２００９）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会受到他们朋友
和父母体重的影响。Ｃｏｈｅｎ－Ｃｏｌｅ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２００８）研究表明，体重的互动效应在性别和亲密程度上
存在异质性。犯罪行为的社会互动效应因其高额的社会成本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一些研
究发现，犯罪行为的互动效应普遍存在于拘留所、学校和社区之中。关押在同一拘留所的少年犯会
影响彼此随后的犯罪行为（Ｂ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童年时社区中有犯罪经历的青年比例越高，男性犯罪
的概率也会越大（Ｄａｍｍ　＆Ｄｕｓｔｍａｎｎ，２０１４）。

四、社会互动效应的识别

不同类型的互动效应对应了不同的政策含义，因此实证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区分内生互动效应
和情境效应。然而，识别社会互动效应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难点在于传统的线性模型不能有效地
区分内生互动效应和情境效应，即存在所谓的映射问题（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ａｎｓｋｉ，１９９３）。目前，
学界已提出了诸多解决映射问题的方法。其中，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社会互动效应是一种较新的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它不仅能避免映射问题，还可以根据研究需要灵活设置模型，是识别社会互
动效应的一种崭新的思路。本节将对社会互动效应的实证研究方法新进展进行综述，并将重点放在
介绍空间计量模型的应用上。①

（一）线性均值模型

１．线性均值模型及识别问题。Ｍａｎｓｋｉ（１９９３）提出的经典线性均值模型可设定如下：

ｙｉｒ ＝λ０Ｅ［ｙｒ｜ｒ］＋β１０ｘｉｒ＋β２０Ｅ［ｘｒ｜ｒ］＋εｉｒ （６）

在上式中，ｙｉｒ代表来自群组ｒ的个体ｉ的结果变量，ｘｉｒ代表ｉ的个体特征，Ｅ［ｙｒ｜ｒ］和Ｅ［ｘｒ｜ｒ］分
别表示群组ｒ的结果变量和个体特征的均值，εｉｒ代表误差项。在模型中，λ０ 反映了个体结果变量随
着群组结果变量均值的变化而变化，即为内生互动效应系数；β２０反映被解释变量随着群组特征均值
的变化而变化，即为情境效应系数。进行简单的转换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ｙｉｒ ＝β１０ｘｉｒ＋［（λ０β１０＋β２０）／（１－λ０）］Ｅ［ｘｒ｜ｒ］＋εｉｒ （７）

虽然上式中的β１０和［（λ０β１０＋β２０）／（１－λ０）］可以识别，但无法从中分离出内生互动效应系数λ０

—４２１—

①关于映射问题的讨论亦可参见陆铭和张爽（２００７）的介绍，考虑互动效应的政策评估方法可参见Ｄｅｌｇａｄｏ　＆
Ｆｌｏｒａｘ（２０１５）开发的空间双重差分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和情境效应系数β２０，只能得到一个“复合”社会互动效应，这就是映射问题。
社会互动效应（此处指未严格区分内生和外生的互动效应）仍有可能因为遗漏变量而表现出虚

假相关。因为在一个群组中，个体行为趋同很有可能是行为人面临共同的环境因素所导致的。例
如，同一区域的村庄都面临相同的土壤条件、气候环境，一个地区的企业面临相同的政府监管或享受
相同的政策优惠等。如果这些变量在模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会使得误差项与被解释变量相
关。除此之外，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实生活中，个体有可能根据某些特征来选择自己的
参照组。例如，学生根据升学成绩进入不同学校和班级；个体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朋友；城市居民根
据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社区等。如果忽略群组自选择问题，同样会造成估计结果偏差。
综合来看，线性均值模型的优点在于通俗易懂，便于操作，而且对于数据没有过高的要求。研究

者只要能明确地划分群组边界，就可轻松地计算群组均值，估计互动效应。而线性均值模型的不足
之处在于映射问题。此外，线性均值模型通常假设同一群组中来自他人的影响是等权重的，这一假
定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异质性。

２．识别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映射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学者们主要采取工具变量法和控制
固定效应来识别内生互动效应。还有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假定内生互动效应和情境效应只存在一
种，或者不完全区别内生与情境效应。
工具变量法着重于解决线性均值模型的遗漏变量和群组自选择问题，是最常见、使用最为广泛

的方法。学者们通常选择那些只会影响自身而不会影响其他人的变量作为群组均值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法的关键在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有学者指出使用群组层面的加总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可
能会扩大模型的误差（Ｒｉｖｋｉｎ，２００１）。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同时，模型通常会控制群组或者地区的
固定效应，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控制不可观察的特征的影响，如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等。
除工具变量法外，还有很多方法用于克服映射问题和群组自选择问题。Ｂｒｏｃｋ　＆ Ｄｕｒｌａｕｆ

（２００１）研究表明，在群组外生情况下，因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非线性关系，ｐｒｏｂｉｔ和ｌｏｇｉｔ之
类的非线性模型不存在映射问题。因此，对于离散型被解释变量而言，均值模型可以直接应用于研
究。此外，还有一些文献采用准实验的方法来识别内生互动效应。例如，在研究社区效应文献中，

Ａａｒｏｎｓｏｎ（１９９８）和Ｐｌｏｔｎｉｃｋ　＆ 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９９）通过观察搬家到不同社区的同一家庭的孩子之间的
差异，来反映社区因素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这种类似于实验的方法存在一定弊端，不同孩子所面临
的家庭特征很可能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不可观察的家庭特征（Ｌｉｎ，２０１０）。在学习成绩的同伴效应
研究中，大学生的宿舍是在入学的时候随机分配的，不存在选择性问题，因此可以基于宿舍这一基本
单位来研究互动效应对学生成绩的影响（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２００１；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３）。类似的实验方法也得
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并被应用于实证研究。区别于计量模型基于已有的数据来挖掘隐藏其中的互
动效应，实验的方法更侧重于观察外生冲击带来的互动效应。针对部分人群的随机干预实验能避免
群组内生的困扰，有助于识别社会互动的影响（Ｍｏｆｆｉｔｔ，２００１）。但是，实验方法的有效性严重依赖于
实验的设计和实施，其难点在于实验对象的随机性（Ｌｉｎ，２０１０）。

（二）空间计量模型

１．空间自回归模型。在李龙飞（Ｌｕｎｇ－ｆｅｉ　Ｌｅｅ，２００７）、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２００９）等学者的推动下，空间自
回归模型已经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识别问题。空间自回归（ＳＡＲ）模型设定如下：

Ｙｒ ＝λ０ＷｒＹｒ＋Ｘｒβ１０＋ＷｒＸｒβ２０＋ｌｎｒαｒ＋εｒ　　ｒ＝１，…，Ｒ （８）

其中，Ｙｒ是群组ｒ的ｎｒ个成员的被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Ｘｒ 是一组特征变量组成的矩阵。Ｗｒ

是一个ｎｒ×ｎｒ 的经过标准化处理、主对角线元素为０的矩阵。标准化之前，如果ｉ和ｊ来自同一群
组，则ｗｉｊ赋值为１，反之则为０。由于权重矩阵是在群组基础之上构建的，因此暗含的假设是每个群
组都是一个完全社会网络，网络中每个个体都相互连接、彼此影响。这也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受到群
组中其他个体等权重的影响。与均值模型相同，此处λ０ 为内生互动效应系数，β２０为情境效应系数。

αｒ捕捉了群组固定效应，反映了未观测群组特征对的影响，尤其是一些群组共同面临的环境因素。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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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ｒ是随机扰动项，Ｖａｒ（εｒ）＝σ２ｏＩｍｒ。Ｌｅｅ（２００７）证明，当ｎｒ不为常数时，ｎ１≠ｎ２…≠ｎＲ，ＳＡＲ模型不存
在识别问题。也就是说，只要群组包含的个体数量不同，模型就可以识别内生互动效应。但是，模型
的可识别性会随着群组规模的扩大而下降。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２００９）随后的研究发现，只要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群组规模不同，上述模型就可以识别内生互动效应和情境效应。

随着包含社会网络信息的数据公布（例如美国Ｔｈｅ　Ａｄ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数据库包含了学生的社
会网络），学者们开始基于真实的社会网络识别内生互动效应，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计量模
型”。这一小小的变动也改变了模型的识别条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组内并非每个个体都
相互连接，每个个体都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特的社会网络。并且，网络中连接的分布是很不均等的，有
些人有很多“朋友”，而有些人甚至没有“朋友”。那么，即便群组规模相同，组内个体间的差异也足以
满足公式（８）所示模型的识别条件，群组规模的扩大不再影响模型识别。在拥有社会网络数据的情
况下，权重矩阵Ｗｒ根据真实的社会网络而设置，如果ｊ是ｉ的朋友，则ｗｉｊ赋值为１，反之则为０，也
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远近赋予不同的权重。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２００９）研究表明，当Ｅ［ＷｒＹｒ｜Ｘｒ］与（Ｘｒ，

ＷｒＸｒ）并非完全线性相关时，上述模型就可以识别。而Ｅ［ＷｒＹｒ｜Ｘｒ］与（Ｘｒ，ＷｒＸｒ）线性无关的等价
条件是Ｉ和Ｗｒ，Ｗ２

ｒ 线性无关。Ｉ和Ｗｒ，Ｗ２
ｒ 线性无关就意味着社会网络是部分重叠，通俗的理解就

是“我朋友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在满足这一条件情况下，“朋友的朋友”的行为只会影响“朋友”的
行为而不会影响“我自己”的行为，所以“朋友的朋友”的个体特征就可以作为“朋友”的行为的工具变
量，从而识别内生互动效应和情境效应。例如，考虑群组ｒ中的个体ｉ，ｊ，ｋ，假设ｊ是ｉ的朋友，ｋ是ｊ
的朋友，但是ｋ不是ｉ的朋友，那么ｘｋｒ就可以作为ｙｊｒ的工具变量。因为，ｘｋｒ通过ｙｊｒ影响ｙｉｒ，而不会
直接影响ｙｉｒ。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２００９）还指出绝大多数社会网络结构都满足这一识别条件。

２．权重矩阵的内生性问题。面对群组自选择的问题，传统的线性模型有赖于外生的工具变量或
者严格假定群组外生。但是，社会网络的形成与个体特征、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空间（网络）计量
模型中，如果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同时影响我们关注的结果变量，并且在模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
现，那么就会使得权重矩阵就与模型误差项相关，从而导致内生互动效应和社会乘数的估计出现偏
差（Ｈｓｉｅｈ　＆Ｌｅｅ，２０１６）。

近年来，空间计量模型开始聚焦权重矩阵的内生性问题。总体来看，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方法来
解决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和结构方程组。Ｋｅｌｅｊｉａｎ　＆Ｐｉｒａｓ（２０１４）提出为权重矩阵寻找工具变量
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证明该方法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和渐进性。但工具变量法的缺点也是显
而易见的，在研究中通常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结构方程组的思路是将个体之间的连接在
模型中内生化，进而纠正权重矩阵内生带来的偏误。通常，模型由两个结构方程组成，一个是空间权
重矩阵的决定方程，用一组外生变量来解释个体之间的连接；另一个是结果变量的ＳＡＲ模型。权重
矩阵在统计上是否内生取决于两个方程误差项的相关性。如果相关系数等于零且误差项不相关，则
可以将权重矩阵视为外生，使用传统的ＳＡＲ模型即可。倘若相关系数不为零，则表明权重矩阵是内
生的，需要使用联立方程组来克服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未观测特征的情况下，该模型可以使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最大似然法和广义矩法估计（Ｑｕ　＆Ｌｅｅ，２０１５）。

结构方程方法同样可用于解决社会网络的自选择问题。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Ｐｉｎｋｈａｍ　＆Ｉｍｂｅｎｓ（２０１３）和

Ｈｓｉｅｈ　＆Ｌｅｅ（２０１６）讨论了在社会网络内生情况下社会互动效应的识别问题。假设在社会网络中，每
个个体都有一组可观测的和不观测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被网络中的其他个体观察到，每个个体再
根据自身的特征选择自己的“朋友”。基于这一假设，可以在结构方程中使用一个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反映
个体之间是否有联系，将整个社会网络视为个体选择的结果（Ｈｓｉｅｈ　＆Ｌｅｅ，２０１６）。
空间面板模型还能够体现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的动态性。Ｈａｎ　＆Ｌｅｅ（２０１６）开发了一个带有

时变、内生的权重矩阵的ＳＡＲ模型。如果将其运用于社会互动效应的研究中，模型可以捕获上一期
同伴行为对当期个体行为的影响，因此它测量了一个动态的内生互动效应。此外，权重矩阵的内生
性和时变性还与社会网络的自选择和动态性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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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空间计量经济学和社会网络的结合避免了均值模型的限制。由于社会网络是个体选
择的结果，行为人的参照组不再由研究者外生给定边界，来自同伴的影响也不一定是等权重的。使
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社会互动效应不仅有效避免了均值模型的映射问题，其权重矩阵的灵活设置还
体现了社会网络的特征，更加贴近于现实生活。例如，权重矩阵的内生性反映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

权重矩阵的时变体现了社会网络的动态性。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社会互动效应研究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引入了行为人间的相互影响，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的研

究范式，逐渐形成了“社会经济学”这一前沿领域。在社会互动的视角下，理性的行为人因为偏好、期
望和约束的互动，从而在一定群组或社会网络内形成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因此，个体的行为选择直
接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和特征。可以说，社会互动效应的研究既是对传统经济研究的继承和突破，

又是对人类的社会性的反思。近２０年来，相关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于非
合作博弈的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经济行为或经济福利的社会互动效应可能导致多重均衡的存在，经
济系统有可能收敛于低水平的均衡。此外，社会互动会带来乘数效应，使得外生冲击产生的总体影
响大于个体对冲击的反应，这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实证研究在消费行为、劳动力流动、农
业生产、学习成绩、政治参与、犯罪、健康等诸多领域内都证实了社会互动效应的普遍性。实证研究
的深入也对计量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十年来，空间计量模型和社会网络的结合突破了线
性均值模型的限制，放松了研究假设，从而更加贴近真实的经济生活。

（二）展望
尽管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第一，从理论上看，社会网络理

论与社会互动的结合是未来研究的可行重点。早期的理论研究保持了个体对社会互动效应的能动
性。例如，在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的需求模型中，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他人的特征，进而影响社会
互动效应的大小。在随后的研究中，这种能动性逐渐淡化，个体属于特定的群体后便难以左右社会
互动效应。但在群体归属问题上，尤其是在社会网络的形成上，个体的理性选择和主观能动性应当
重新给予关注。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社会网络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界探讨了社会
网络的形成，以及网络中的传播、扩散和学习等议题（如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８；Ｇｏｙａｌ，２００９）。这与前文论述的
社会网络的自选择问题相契合。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互动的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参照组的选
择、社会网络中的互动及其带来的影响，还为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应用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社会互动的异质性应当得到关注。社会互动的异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不同群组之间的差异以及群组内部的差异。群组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互动效应的差异。对于同
一行为，往往有一些群组的互动效应较大，人们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行为高度趋同，而另一些群
组的互动效应则相对较小，人们的行为更加独立。互动效应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社会乘数，因而，社会
互动给公共政策带来的放大效应也可能在不同群组之间存在差异。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因素会影响
社会互动效应的大小，以便更好地制定干预政策。群组内部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个体行为溢出效应
的差异。在社会互动视角下，个体行为会直接影响其他个体的行为，但这种溢出效应可能与个体特
征相关，即不同个体对其他人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对于政策干预，把有限公共资源用于干预溢出效
应较大的个体会获得最佳的干预效果。因此，探究社会互动的异质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学界应
采取适当方法来评估互动效应的差异。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空间计量模型和社会网络的结合是识别社会互动效应的一种新思路和
新方法。目前，这一方法仍以计量理论上的讨论为主，使用其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相较于传统的线性均值模型，空间（网络）计量模型需要拥有包含社会网络信息的数据。

而这种数据非常稀缺，获取不易。正如 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００）所强调的，为了给政策制定提供精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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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用更为可靠的实证研究来代替大致的推测。在未来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收集更为详细的社
会网络数据，用于识别内生社会互动效应。当然，采用适当方法估计个体之间潜在的连接，从数据中
挖掘出潜在的社会网络，也是经济有效的方法。
最后，本文认为社会互动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研究和公共政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是，从学术

研究角度看，社会互动能更好地反映中国人的行为特征。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取向存在“他人取向”的
特征，在心理与行为上易受他人影响，对他人的意见、标准、褒贬、批评等特别敏感且重视（杨国枢，

１９９２）。而传统的经济分析更关注个体特征对行为或者经济绩效的影响，他人取向的特征很容易被
忽略。考察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此外，空间计量模型还可以通
过设置不同的权重矩阵来反映个体间联系强度的差异，体现社会关系的异质性。这与费孝通（２００３）
提出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中存在“差距格局”的特征十分吻合。二是，从公共政策制定和效果评价角
度看，有大量关乎国计民生问题的社会互动效应亟待研究。鉴于社会互动可能会使经济系统收敛于
低水平的均衡，例如在居民的消费行为、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结构、贫困、人力资本投资、
环保意识、创业行为等方面，我们需要知道是否存在互动效应，有没有可能收敛于低水平均衡以及是
否可以借助社会互动带来的社会乘数来放大政策干预的效果。这对于中国的城镇化、乡村振兴、精
准扶贫、污染防治等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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